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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坊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三次关于“让妇女回家”的讨论
□沈奕斐

热点书摘
由于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总把

家庭作为攻击目标，因此在谈到中
国妇女问题的时候，她们的一个固
定的模式是：中国妇女在父权制家
庭中受男人压迫，若不进行家庭革
命，便不可能实现妇女的彻底解
放。但是白露批评这些学者从西方
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以中
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为依据来
研究中国妇女。白露指出，中国传统
宇宙观中的社会性别观念与西方
受本体论影响的社会性别观念是
不同的。因为中国所谓的阴阳是流
动的、变化的、互动的、相对的，因
此，中国所界定的两性关系也是流
动的、变化的、互动的、相对的。

虽然，对白露的观点可以有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判，但是，中
西方在两性关系上的差异确实非
常明显。在西方妇女追求工作权利
的时候，中国却频频发生“让妇女
回家”的争论，而且提出者并不一
定是男性。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中国
妇女落后愚昧的表现，但是如果仔
细研究中国的情况和提出“妇女回
家论”的具体背景，我们会发现这
样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
国提出“让妇女回家”有其现实意
义和需求，有中国独特的人文背景
和社会变革背景。当然，提出“让妇
女回家”有其理由并不意味着我们
就应该得出“妇女应该回家”的结
论，承认问题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
一定会得出肯定的结论。而是，问
题能让我们看到女性不得不面对
的双重负担。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关于“让
妇女回家”的大讨论。

第一次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提出“婚姻是妇女最
好的职业”，那个时候培养女性读
大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女性能找
到个好夫婿，把女性的发展和婚姻
紧密地联系起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
出“妇女应该做家庭的好管家”，这
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关，和男

性的焦虑有关，和中西文化的碰撞
有关。尤其是因为战争，稳定成为
人们的渴望，而妇女留在家中是人
们对于稳定生活的一种习惯理想。

第二次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时
中国处于困难时期，政府让吸纳不
了的已就业妇女回家，并在报纸上
说这是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
当时的情况是劳动力市场过剩，没
有足够的岗位分配给积极参与工
作的人，因此，需要分流部分的劳
动力回到家庭，妇女就成为了首
选。

第三次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
的“怎样分工才有最佳综合效益”，
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就业
机会的紧张使得有人认为女性回
家会更有利于经济的腾飞、社会的
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讨论一直持
续到2001年。在２００１年３月全国两会
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又提出
了“让妇女回家”的倡议：“我的根
本目的是倡导大家树立一个新观
念，女同志回到家里相夫教子同样
是光荣的，这是社会分工的应有内
容之一。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
社会进步的表现。”

２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一直持续
到今天还常有所闻的“让女回家”
的讨论，和前两次的讨论既有共性

又有差异。共性的地方在于，人们
普遍把“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看
作是生活稳定和美满的象征，把传
统的模式看作是人性的需要。不同
的地方在于，第三次的讨论夹杂了
大量的关于性别分工的讨论，以及
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男性发展的
忧患意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
国女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
始就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工作权
利，但是，女性的家庭义务却并没
有自动解除，因此，女性除了要和
男性在工作领域竞争外，还需要担
负起沉重的家务劳动，就像是抱着
孩子拿着扫把和男人一起竞赛跑
步，使得妇女觉得非常劳累和辛
苦。正是因为有些人看到了或者直
接感受到了妇女身上的双重负担，
因此，第三次提出了妇女回家论。

女性的双重负担并非中国独
有的问题，美国学者提出了“第二
轮班”的概念，也是讨论女性在工
作一天后，回到家里依然需要继续
第二份在家里的工作。在对于妇女
回家问题的讨论中，除了讨论妇女
的双重负担，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
性别分工的问题：性别分工是不是
由人的生理性别天生决定的？我们
需不需要性别分工？性别分工是不
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分工
和性别分工是两个概念。

社会分工是指人们从事不同
的职业和岗位，这种划分并不一定
和阶级、性别、民族、年龄相关。因为
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从事同样的工
作，必然会出现不同的人做不同的
事情，才能使得社会能有序发展。

性别分工是指依据性别来分
工。在社会性别的理论中我们已经
否定了两性所谓的天生差异性。既
然两性不存在所谓的天生差异，所
谓的性别分工就不是自然的分工，
而是人为的分工。即使今天因为文
化的建构使得两性存在统计概率
上的差异，但如果可以让人们自由
选择的话，这种选择必然会是多元
的，那么硬性的、强制性的性别分
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今天的性别
分工仅仅是两性从事不同的工作
还是两性从事不同等级的工作？这
些问题的提出对于探讨性别分工，
尤其是妇女回家论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王贤才提出了妇女回到
家里相夫教子也是光荣的，可是现
实生活并没有把家务劳动提高到
和其他工作相等的地位。女性一旦
回到家庭失去经济自立的可能性，
很难能保证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
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同样是对社

会有巨大贡献的。而对于那些享受
工作，喜欢工作的女性来说，没有
任何人有权力可以剥夺她们工作
的权利。

所以，“让妇女回家”的提出说
明今天的女性的双重负担已经到
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否则对女性来
说，不管是在公领域还是在私领域
中都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但是改
变的方式不是让妇女重新回到家
庭中去，因为妇女回到家庭，让出
她们本来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的公
领域的位置，不仅会压抑那些对公
领域游刃有余的职业女性，同时也
会进一步降低对家庭妇女的保障。
改变的关键在于提高家务劳动的
价值，使得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能
获得社会的肯定和尊重；改变不平
等的文化认识，不把家庭事务和照
顾孩子老人的事务视为女性天生
的职责；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体
系，让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相对容
易。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女性能够
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人
或者机构有权力来主宰女性的生
活、教导女性应该回家还是工作。
女性可以根据个体的特点和兴趣
作出相对自主的决定。

（摘选自《透过性别看世界》）

《透过性别看世界》
沈奕斐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日，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拒绝全职太太捐款”引热议。女性的角色定位与社会分工一直是
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历史上，当西方妇女追求工作权利的时候，中国曾发生三次关于“让妇女回家”
的争论。尽管这三次讨论的社会背景不同、争论出发点不同、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同，但是对女性传
统角色的期望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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